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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或称为四灵，《三辅黄图》卷 3记载：“苍龙、白虎、
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远在殷商时期，人们凭
借抽象思维和幻想能力，便把天上的星星想象为鸟、龙、虎
和龟蛇形象。 二十八宿体系形成后，每七宿组成一种动物
形象。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五方配五色之说，四象被标上了
四种颜色，成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西汉末到东汉初，
更重四象方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备受推崇，被奉为镇
卫四方、驱除邪恶的神异动物，常用于建筑物上，并表示
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一、四神瓦当概述
四神瓦当在汉代建筑遗址中时有出土。陕西汉长安城遗

址就先后出土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 它们成龙
配套，风格统一，同时反映了汉代瓦当制作的精湛技艺。下文
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汉四神瓦当为例浅述其艺术形态及社会

价值。
龙纹瓦当 （见图

1）， 直径 19.3厘米，构
图雄浑而饱满。龙口大
张，身躯精健；龙体盘
曲，本来为适应圆形构
图，但却增加了强烈的
运动状态和腾飞气势，
加之龙宽阔高挺的胸

肌， 锐利前伸的四爪，
以及旋举冲天的龙尾，
更显得神态轩昂，气宇

非凡，大有叱咤风雨、扭转乾坤的威力。 龙，居于四神之首，
《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 ”《说文解字》：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 ”它在古人心目中至高无上，是神灵和权威的象
征。 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伟大力量、腾飞精神的体现。
虎纹瓦当（见图 2），直径 17.2厘米。 虎态威武雄健，瞪目
张口，露着锯齿形利齿，身躯围绕中心圆，向外迸放出力度，

首和后爪前后对应，处
于同一水平，显得构图
均衡。 两距间，虎尾呈
“？ ”形，卷曲向上，既提
起了全身的神气，又填
补了空间， 谐调了画
面。 虎的四腿有力伸
张，作奔跑之态，产生
腾骧咆哮的动势。虎身
刻画的条纹又增添了

周身的弹性质感，随着观者视线转侧，似觉猛虎斑毛波动，欲
跃出瓦面。
朱雀纹瓦当（见图

3），直径 18.3厘米。 朱
雀和龙一样，都是古人
臆想的吉祥神物。朱雀
的形象， 可以说是孔
雀、锦鸡、绶带鸟一类
飞禽的综合体，带有浓
重的浪漫色彩。或由于
时代不同，其形象不断
变化，而冠以夔凤、鸾、
凤凰等不同名称。 早在商周时期，它就是青铜工艺的主要装
饰题材。 后来，受宗教信仰和王权支配，作为四神之一出现。
《礼记·曲礼上》：“行前
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
而右白虎。”此瓦中，朱
雀口涎宝珠， 昂首翘
尾， 更显得威武鸷猛，
神怪异常。
玄武瓦当 （见图

4），直径 19厘米。它的
形象为龟蛇合体。瓦面

西汉四神瓦当形象及其创意探寻

王小应

（天水市博物馆，甘肃 天水 741000）

［摘要］汉瓦当四神图形在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它的造型艺术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秦汉时代造型艺术的

风格特点：创造性地利用“适合造型”，以炉火纯青的造型艺术语言创造了经典的四神形象，运用夸张和变形的造型手法来抒

情写意，对传统神灵形象的升华和再创造。 西汉四神瓦当表现出一种富于时代和民族精神、生机勃发的艺术精神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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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龟作爬伏之态，蛇弯曲盘绕龟身。 生性呆笨的龟和敏捷灵
活的蛇融洽契合，使得圆形空间里线面参差错落，圆中透方，
紧凑而不呆滞，凝重沉稳中又显出活跃的气氛。玄武，中国古
代的神名。 《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 ”王逸注：“呼太阴
神使承卫也。 ”洪兴祖补注：“说者曰：‘玄武谓龟蛇。 ’”《后汉
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 ”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
蛇合体。 ”另外，据《史记·高祖纪》：“八年，营作未央宫，立东
阙、北阙。 ”注引《关中记》：“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 ”可知
此种瓦当，除在建筑物上表示方向外，还为玄武阙所用。

二、四神艺术形象的来源
四神瓦当，在内容上互为联系，格调、装饰手法极其统

一。 它虽然扎根于神学的社会土壤，但却开出灿烂的艺术鲜
花。在内容上尽管受宗教信仰、唯心主义思想所支配，但从艺
术上看，它又非单纯抽象思维所能表现，而是运用人类特有
的审美活动中的形象思维，以审美感知为起点，在对自然界
的长期观察中，综合现实生活中某些飞禽兽类的特点，创造
出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典型。如龙具有鸟、鹤、鱼、蛇的特点；朱
雀带着孔雀、鸡、鸟的影迹。 它是表现和再表现，抽象和具体
的高度统一。 本来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物象，通过艺术加工
表现，不但不使人感到荒诞离奇，反而感到它们充满生命活
力和雄健之美。 虎、龟、蛇经过塑造，比真实的更凝练、集中，
具有典型性。
在表现手法上，它既汲取了战国、秦以来的传统精华，体

现出古朴、粗犷、稚拙之美，又融进时代的风格特色，显示着
严谨、含蓄、神秘的色彩。 对四神形象的塑造，既服从建筑的
整体需要，注意远距离的醒目效果，又深入纹饰的细部，运用
含蓄的手法，刻画出龙身上的鳞片、虎身上的条纹、朱雀的羽
翼、龟的甲壳、蛇的花斑。这样，便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精妙
地突现出了它们不同的个性特点。这种蕴涵在瓦当中的美学
风格，正是“在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
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形成的气势的美”。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荡漾着时代的精神，放

射出民族性的光辉。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因此，
古人观测天象非常精勤，促进了天文知识的发展，使得古代
历法逐渐成熟。
古人选择黄道、赤道附近的 28个星宿为“坐标”，称为二

十八宿。 以此为参照，来观测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诸星
的运行情况。他们将二十八宿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并把
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象成四种动物形象———龙、 虎、鸟
（朱雀）、玄武（龟蛇合体），分别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青、
白、红、黑四种颜色相互匹配，称为四神（或四灵、四象、四陆、
四宫）。
青龙，东方之神（对应青色），由东方七宿———角、元、氐、

房、心、尾、箕组成龙像，亦称苍龙，能呼风唤雨，为四象之首，
是尊贵、吉祥的象征。 白虎，西方之神（对应白色），由西方七
宿———奎、娄、胃、昴、毕、嘴、参组成虎像，民间俗称其“白虎
星”、“丧门星”，被奉为西方之神及凶神。 朱雀，南方之神，由

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组成鸟像（对应红色），
被奉为吉祥之神。 玄武，北方之神，由北方七宿———斗、牛、
女、虚、危、室、壁组成龟或龟蛇合体（对应黑色），为北方太阴
之神，是生殖的象征。

三、四神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
四神的产生时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更远。它是

由先民应农事需求观测“天象”，将星宿联想为动物形象，“应
物取象”而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处于内陆，主流是
农耕文化，适宜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促成了早熟的农业经济
和建立在其上的宗法制度，稳定的农业社会有利于文化的积
累和延续，同时也催发了华夏文明古代社会的文明成就和文
化传统。 也正是基于华夏先民特定的观念和意识，从而通过
想象产生出这种具有华夏文明特质的“人心营构之象”。由于
古人的“万物有灵”观念而将主体的行为、意愿、情感、能力和
整个生命都投射到客体世界中去，并通过想象和幻想幻化出
种种超自然、超现实的神奇事物。
四神及其具体形象（造型）形成，首先是基于上述这样的

心理（精神范畴）需求以及天文历法的需要（社会物质需求）
而产生的。 其次，是人们对美的追求使然。 在东、西、南、北四
方，有青色的龙、白色的虎、红色的朱雀、黑色的玄武；在天空
陆地、森林水泽、高山大川，五彩缤纷而各具特色的神灵或神
勇、或威猛、或灵秀、或诡异，刚柔相济而交相辉映；在变化中
求统一，反映出华夏先民的审美理想。

（一）西汉谶纬学说的影响
有汉一代， 与经学的兴衰共始终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

是谶纬神学的出现，与今文经学所追求的天人感应、上天谴
告、微言大义等思想学说结为一体，成为一种以阴阳五行为
骨架、借助神意来表达对未来的某种预见或愿望的思潮。 秦
汉四神瓦当，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分别代表四
个方向的主神，称为四神，古代以青龙为东方之神，代表春
季；白虎为西方之神，代表秋季；朱雀为南方之神，代表夏季；
玄武为北方之神，代表冬季。云纹瓦当位于建筑物的上部，这
些云纹图案深刻反映了古人宇宙为气的观念，古代匠师们以
瓦当天，把瓦当宇宙，刻画出各式各样的云纹，各种云纹又表
现左右、上下、旋转和升降状态，把一种阴阳消长、五德终始
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一种秘而不宣的艺术符号，传达
着古人极其丰富的宇宙观，表现了封建君主制威严肃整的社
会面貌。

（二）西汉五行学说的影响
四神之所以能在汉代流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五行思想

盛行所致的四神首先是作为四方星宿的代称出现的。四神最
初只是四种用于象征方向的灵兽。 战国末年，阴阳五行学说
开始系统化，阴阳学家邹衍根据前人的认识成果，将金、木、
水、火、土五种物质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发挥，提出五
色配五方的学说。 于是，青色配给了东方，白色配给了西方，
赤色配给了南方，黑色配给了北方，因而主管二十八宿的东
方龙、西方虎、南方鸟、北方龟（龟蛇的交合体）分别进一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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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由于阴阳五行
学说的推广和普及，至两汉时期，四神受到了特别的青睐。在
历次发掘汉古城遗址的过程中，出土的瓦当图纹绝大多数是
四神可以佐证。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神，既标志着东、
西、南、北，左、右、上、下的方位，又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
和青、白、赤、黑四色。考古资料表明，四神瓦当一般按其所象
征的内容被使用于相应的位置，即青龙用于东面屋檐，朱雀
用于南面屋檐，白虎用于西面屋檐，玄武用于北面屋檐，有着
明确的符号性象征。
秦汉之际，宗教神学占据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阴阳五

行观念构筑成一个庞大的系统结构，四神瓦当作为一个完整
的子系统，实际上是整个系统的集中反映。 阴阳五行学说产
生于战国时期，原是一种朴素的宇宙系统论，后来逐渐系统
化，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思维模式，四神作为五行说的具体
体现，在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两汉时期随处可见。
汉代王莽时期所铸的四神规矩铜镜中有铭文写道：“新

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
顺阴阳”。 这十分明显地说明当时四神的广泛应用是受阴阳
五行学说影响所致的。两汉时期，不论自然科学，还是哲学思
想，都深受阴阳五行的影响。 医学方面，《皇帝内经》认为，天
地的阴阳五行规律支配人体五脏六腑的运行规律和过程。天
文学方面，后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写道：“苍龙连蜷于
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翅于前，灵龟蜷首于后。 ”道家视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四方之神，以壮威仪。 《三辅黄图》卷 3
有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五行学
说归纳客观世界是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元”构成
的，自然界各种事物和想象的发展和变化都是这五种“元”不
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按照五行及其对应物，可简单表
述如下：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色指青、赤、白、黑、黄，五
方指东、南、西、北、中，五虫指鳞、羽、毛、介、倮，四季指春、夏、
秋、冬，五脏指肝、心、肺、肾、睥，五音指宫、徵、商、羽、角。
由此可见，汉代人用阴阳五行作为认识模式，把一切经

验资料都归纳其中，天、自然、人、社会都能在阴阳五行这些
概念上达到统一。四神纹样的广泛应用正是这一时期阴阳五
行说盛行的重要标志，而四神瓦当被按其代表的方位而施用
于建筑上，是五行说用于建筑的实物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四
神瓦当主要用于宫殿和礼制建筑。这是古代统治者以四神来
显示对四方的统治权，符合“四神镇四方”的说法。 四神的运
用，表达着宫殿为天下、为四方之中心，皇帝为四表八股的君

主。五行循环论还被历朝历代用作建立帝国各王朝取得思想
支持的一种手段。
西汉的四神是方位主宰神、人的保护神。 古人把四神神

化，使方位、时间和社会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空间图式。西汉的
四神也是五行学说的形象表现，四神纹样的盛行是由于阴阳
五行学说的盛行，是统治者“以神意的角度寻求道德和智能
上的根据，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

（三）楚文化艺术的影响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其哲学、文学、字画艺术、

建筑艺术无不独领风骚。 更为重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
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
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秦灭楚后，楚文化伴随整个中华文化
的发展生生不息，在民族心理层面上崇火尚风、亲鬼好巫、天
人合一、力求浪漫，反应在楚人生活的衣食住行、思维想象、
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是很有
特色的。在楚国的道家学说中，神仙观念是其基本观念，得道
成仙是道家的终极追求。 先秦时代，楚地的神仙观重在借助
灵物飞升成仙。这种神仙观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
重要来源。 楚汉不可分，在汉代艺术和人们的观念中弥漫的
是从楚国流传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四神并不是表面的动
物的形象，相反，而是以动物为符号或象征的神话来作为艺
术内容和审美对象。如多神崇拜，招魂习俗，飞升成仙，伏羲、
女娲的蛇身人首，双臂化为两翼的不死仙人王子乔以及各种
奇禽怪兽，这些都是四神、云纹瓦当产生的思想源头。秦汉四
神瓦当、云纹瓦当运用夸张、概括、变形、归纳的手法,包含了
“精、气、神”的内涵以及多种深刻的文化思想。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组成部分，瓦当浓缩了博大精

深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 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内涵，汉
四神瓦当和云纹瓦当的流行是汉代谶纬学说、楚文化艺术影
响的结果。
四神纹样存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装饰性的价值或美

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其深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 “纹
样的图像学不仅从纹样、图案的内容中发现社会的文化和生
活内容，还包括纹样的装饰风格、用途中去探究其有着心理
历程的内在意义。 ”四神瓦当的产生与应用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思想观念紧密相连的。四神纹样既
有形式上的装饰美化意义，又有服从一定思想内容的表意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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